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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改制的社会历史学分析
*

———以浙江省慈溪市为例

严 宇 鸣

〔摘要〕在由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经济发展浪潮中，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不仅为地区经济作出卓越
贡献，其集体所有性质更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得以抵御私有化冲击的重要凭借。然而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发展式微，不得不接受以租赁、转让、拍卖或股份制改革为形
式的转制处理。这一变化是企业在此前经历一系列管理制度变革后的结果反映，其间各项具体制度调
整虽不直接导致企业集体所有制即刻发生变化，但却在过程中不断放大行动者能动性与社会结构之间

的张力，为后期乡镇企业所有制改制的一触即发奠定了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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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ocial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Ｒeform of Township Enterprises:
Taking Cixi C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Yan Yuming
Abstract: During the wav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rought about by the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township
enterprises suddenly emerged and made remarka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local economies． Their collective nature
was considered to be an important means for Chinese society to resist the impact of privatiz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However，in the mid- and late 1980s，the development of township enterprises de-
clined，as forms of leasing，transfers，auctions，and joint-stock reforms became more prevalent． This change oc-
curred because the previous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township enterprises underwent a series of reforms． During
this period，the concrete systemic adjustments did not directly result in immediate changes in the collective owner-
ship of the enterprises; instead they continuously exacerbated the tensions between initiatives of the actors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which ultimately established a solid social foundation for the ownership reforms of the township
enterprises．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国民经济在改革开放
浪潮的带动下迅速发展，其间各地乡镇 ( 社队)
企业异军突起，企业产值在国家工业总产值中

的占比快速增长，为全国各地经济发展作出卓

越贡献。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社会经济改革
转型的关键阶段，这类乡 ( 镇) 、村办企业坚持
集体所有制性质，这一介于国有与私有之间的

“模糊产权”形式一度被认为是中国社会主义形
态得以抵御经济转型过程中私有化冲击的重要

凭借。①然而，到了 80 年代中后期，受各类主
客观因素影响，乡镇企业发展明显乏力，不得

不接受以租赁、转让、拍卖或股份制改革为形

式的转制处理，企业的集体所有形式逐渐淡出

历史舞台。就这一现象，国内外学者曾有过集
中讨论，先后提出 “企业经济效益与地方财政
关系” “政府官员与企业经营者互惠网络”及
“地方经济精英崛起对于企业管理的掣肘”等解
释观点，为我们理解相应企业转制缘由提供了

* 本文受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2017 年度“阳光计划”
(思想政治理论课类) 项目 (17YG06) 资助。

① Naughton，Barry，“Chines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Privation from Below，”The American Economic Ｒeview，
1994，Vol． 84，No． 2． Lan Cao，“Chinese Privatization:
Between Plan and Market，”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
lems，Vol． 63，No． 4，(Autumn，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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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借鉴。然而，现有研究多关注于改制行为
本身，忽视了对企业在改制之前经历一系列经

营管理制度变革的分析，这一做法事实上抽离

了企业转制发生的历史背景，使得类似讨论更

多表现为截面分析①。有鉴于此，本文借助浙江
省慈溪市②一手档案及浙江省、宁波市内部出版
资料，尝试就乡镇企业改制议题进行历史社会

学分析，通过拉长研究关注时段，详细分析改

革开放前后乡镇 ( 社队) 企业发展的过程表现，
并把 “改制”议题的讨论细化为对于企业生产
经营管理制度 “改革”与企业所有制 “转制”
的双维度分析，探讨两者相互影响的社会机制，

并着重阐述相应机制受到不同历史时段社会环

境影响的整体过程。

一、改革开放前社队企业的复苏与
“联办”形式下的收益分配问题

慈溪地区工业企业的兴起，两个时间点被

认为具有标志性意义。一是 1958 年人民公社的
兴办，在大炼钢铁运动的带动下，各公社集中

兴建小工业企业，与当时已有手工业生产组织

一同构成地方社队企业雏形。然而，由于当地
并非浙江省产铁炼钢基地，运动过后，县内公

社兴办工业企业的积极性并不高。二是 1966 年
下半年，毛泽东的 “五七指示”颁布后，地方
( 农村) 办工业成为中央政策鼓励的发展方向，
在之后的三年时间里，慈溪县各公社集中兴办

企业 470 家，出现了一波地方 ( 小) 工业发展
浪潮。70 年代初，当地社队企业因中央政策调
整而受整顿，不少企业被迫关停，但这次整顿

并未扑灭地方 ( 小 ) 工业发展的火种。1972
年，中央政策稍有放宽，当地管理部门便就社

队企业发展提出调整意见，明确以 “加强领导，
合理布局，整顿提高，适当发展”作为指导方
针，鼓励企业发展。是年年底，全县共有社队
企业 213 家，总产值达到 4045 万元，实现积累
511 万元，历史上第一次达成年内积累翻番目
标。③ 到了 1975 年， “农业学大寨”氛围得到
再次强化，加之中央开始鼓励工业城市对于周

边农村小型工业的区域性带动，农村社队企业

发展速度得到一定提升④。在慈溪县，浒山镇、
周行公社、东方红公社社队企业年产值率先突

破 500 万元，全县社队企业总产值接近亿元⑤。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改革开放成为时

代主题，在之后一年时间内，慈溪县社队企业

总数迅速增至 1329 家，职工人数 67183 人，全
年实现工业生产总值 16290 万元，在宁波地区
排名仅次于鄞县 ( 19346 万元) 。县域内，浒山
镇、白沙公社、东方红公社、长河公社、新浦
公社与坎西公社社队企业年总产值均已超过

500 万元; 包括长河阀门厂、鸣鹤石棉厂、新界
农机厂在内的 11 家社队企业年产值超过百万，
高产值企业数量在整个宁波地区名列首位。⑥

然而，相较于企业发展及其所作经济贡献，

社队企业的角色依然暧昧。无论企业的具体所
属性质如何 ( 公社办、社队联办、队队联办或
生产队办) ，延续原有行政管理思路，社队干部
都很自然地将企业视为本单位附属部门，习惯

性地对其施以行政化条线管理。联系所有制问
题，虽然社队与社队企业都认可并强调企业

“集体所有”性质，但两者的立足点并不相同，
前者强调社队 “大集体”属性，认为企业获利
应由公社、大队集体共享，而后者则是更为强
调企业与企业职工的 “小集体”归属，在收益
分配时有意对职工社员与一般务农社员作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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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综述可参见严宇鸣、桂勇: 《财政激励、利益集
团与经济精英: 关于乡镇企业改制动力的三种理论

解释及其现实意义》，《社会学》2011 年第 2 期。
当地于 1988 年 10 月撤县立市，本文对应具体时段
分别指称“县”“市”。不同于苏南或温州模式，慈
溪乡镇企业发展及所有制设定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浙

北模式特点，即在坚持集体所有制形式的同时较早

放开对于联户、家庭工业等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限
制，在“只做不说”原则的指引下实践 “四轮齐
驱”地区经济发展策略。到了 80 年代中后期，当地
乡 (镇)、村办企业发展式微，地区集体所有制经济
陷入困境，但由于同时期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力量已

经发展壮大，地区经济发展主力得以平稳交接。
慈溪县手工业管理局: 《慈溪县社队工业情况汇报》
(1973年 5 月 3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63 －
001 －003。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28 页。
慈溪县社队企业管理局: 《关于加强领导积极办好社
队企业的意见》 (1976 年 5 月 13 日)，慈溪市档案
馆藏，档案号 063 － 001 － 001。
宁波地区社队企业管理局编: 《宁波地区社队企业资
料汇编 (一九七九年度)》，第 3、29—30 页。



对待。综合看，各所属企业实则都存在这一问
题，而表现最为突出的便是“联办企业”。
为理解这一问题，我们需要首先了解 “联

办企业”形式在当地之所以兴起的历史缘由。
在慈溪县社队企业的创办初期，县级管理部门

倾向于支持公社办企业，而对队办形式持保守

态度，为防止后者自由化发展倾向，地方上曾

有明确规定，禁止队办企业承接外加工业务①。
然而，这一规定在颁布之初便遭各公社大队反

对，不仅纷纷兴办工业企业，更强烈要求解除

对所办企业从事外加工项目的禁令。为解决矛
盾，当地东方红、坎西及崇寿三大公社在 1971
年年初试行 “联办”方案，即以 “社队联办”
“队队联办”组织形式规避政策对于队办企业的
限制。是年，全县先后审批通过上述三家试点
公社 63 家联办企业申请。此后，其他公社纷纷
效仿，联办成为当地社队企业的一种重要组织

形式。
相对于单一公社或大队办企业，联办企业

的多主体共有特征决定了其在收益分配问题上

的复杂性。按照当时县级正式批文规定，地区
内联办企业经济收益核算及分配应采取 “全社
统一核算”或 “分片核算”形式，前者主要针
对 “社队联办”或个别规模较大 “队队联办”
企业，后者则是针对大多数规模较小的 “队队
联办”企业。无论何种形式，规定都要求各企
业实现相对集中的核算方式，这不仅是为了实

现相应合作主体的联合，更重要的是便于公社

统一管理。然而，正如我们后来看到的，无论
联办主体如何，联办形式只是为了帮助各生产

大队突破政策限定的权宜之计，各地在实践中

出现联办厂名不副实的问题非常普遍。即便是
上述三家试点公社，按照政策要求，63 家获准
联办企业中的 20 家应实行全社统一核算，其余
实行分片核算，但实际仅有 5 家企业做到全社
统一核算，分片统一核算的也只有 19 家，剩下
的都只是“戴戴帽子、挂块牌子、盖盖印子”。②

不仅如此，其他非试点公社在联办形式获得政

策许可后，原有 “公社办厂”形式随即受到冲
击，许多企业放弃 “社办”转而选择 “社队联
办”，但实际却又都只是 “大队办厂”。所谓
“联办”并没有统一的经营管理部门，公社对于

各大队办厂的具体经营情况知之甚少，进行整

体管理或考核的难度很大。③ 据有关部门在
1974 年初的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县名为 “联
办”实为 “队办”企业有 500 余家，管理形式
普遍松散，“是否允许其继续存在”成为摆在管
理者面前的现实问题④。就这一问题，最初慈溪
县委、县政府、公社、大队之间实有不同意见，
认为评定标准不一，如何调整需要再做观察。
但在 1974 年 9 月巡视调研鄞县、上虞、绍兴三
地后，慈溪县财税、银行及手工业局就该问题
达成共识，效仿鄞县做法，对地区内各联办

( 实为独立) 企业施以 “统一领导、统一经营、
统一核算”。⑤ 目的便是为了对那些行业种类各
异、规模大小不等的生产组织在形式上设立统
一管理部门，强调实现 “一块牌子、一颗印子、
一个账号”，涵盖各小生产单位，意图形成一种
对外相对封闭、对内却又各自独立的生产管理
组织形式。
正如基层管理干部所言，在众多被要求统

一管理的项目中，经费的统一最为关键，而其

中企业收益的分配处理更是关键中的关键。可
以想见，在独立核算的组织体系下，各类成本

支出都对应于后期利润收益，收支关系明确;

而在 “联办”组织架构下，这一关系变得复杂
且模糊。在经费管理的 “统一性”要求得到行
政命令强化后，难免出现 “平调”“挪用”“账
目不清”等现实问题。原本独立生产经营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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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县财政税务局、中国人民银行慈溪县支行、慈
溪县手工业管理局: 《学习兄弟县的有关经验，进一
步抓好对社队工业管理的请示报告》 (1974 年 9 月
14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63 － 001 － 003。
中国人民银行慈溪县支行、慈溪县手工业管理局:
《对社队企业人员工资实行厂队结算的试行办法》
(1973年 6 月 6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63 －
001 －003。
慈溪县手工业管理局: 《关于公社工业上半年工作情
况报告》 (1973 年 8 月 23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063 － 001 － 003 。
慈溪县手工业管理局: 《关于目前社队企业的情况报
告》 (1974 年 1 月)，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63 －
001 －007。
慈溪县财政税务局、中国人民银行慈溪县支行、慈
溪县手工业管理局: 《学习兄弟县的有关经验，进一
步抓好对社队工业管理的请示报告》 (1974 年 9 月
14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63 － 001 － 003。



厂或作坊被以 “车间”名义合并入 “总厂”，
失去了自身收益的自主分配权。随着生产规模
的日益扩大，特别是各 “车间”收益差距的拉
大，各自独立意愿日益强烈。在两年不到的时间
里，各“车间”纷纷提出撤销 “总厂”要求。①

1976 年底，当地原有 500 余家名义上的 “联办
企业”大多都退回“大队办”形式，大队办企业
(595 家) 占到当时社队企业总数的 72． 47%。②

联办企业集中退回大队办形式，目的就是

为了确保自身收益分配的主体地位，排斥其他

大队或公社的管理介入，反映了社队企业在收

益分配问题上的普遍态度。然而，这显然与当
时国家政策方向有所出入。在 “工业学大庆”
运动的浪潮中，地方管理部门一方面强调遵照

毛泽东 “五七指示”中关于 “(鼓励) 集体办
小工厂”意见，允许这类企业存在与发展; 但
另一方面实则更为强调指示中对于此类企业的

全面控制要求，明确表示社队企业发展的主要

目的是为了帮助社队实现农业机械化生产目标，

而非企业发展本身。③ 受这一认识影响，整个宁
波地区在 1978 年进一步强化对于社队办厂集体
性质的要求，其中重点谈到企业的 “积累”与
“上缴”比例问题，认为 “‘过去只上缴 30%利
润，70%留厂自用 ＇的作法不符合省委规定”，
必须作重新划定，要求 “除去 5%企业提留使
用外全部上交公社”，明确提出 “兴办社队企业
的主要目的在于改变过去人民公社 ‘三级所有、
两级没有＇现象”，要求企业积累向上集中。④ 更
关键的是，同时期开展的 “一批二打”运动习
惯性地将相应经济问题升级为政治斗争议题，

明确提出 “为深入开展运动，必须像当年发动
群众 ‘打土豪 ＇一样，开展大揭发、大清查、大
批判，彻底找到阶级敌人的破坏”，虽然运动强
调 “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矛盾”的重要性，但就
上述联办企业拆分问题，行政方面意见都是要

求予以坚决打击，以取得对于资本主义势力阶

级斗争的全面胜利。⑤

二、改革的突破与局限:
对于“承包责任制”制度实践的思考

就社队企业的行政管理而言，“左”的观念
与做法在改革开放的前夕仍一度占据主导，这

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经营的自主性，也使

得相应集体所有权责关系变得更为模糊。如上
文所述，具体企业在实际运行中实则都通过各

自方式抗拒这一限制，而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

无疑就此实现了整体调整。对具体企业而言，
改革表现为 “承包责任制”管理制度的整体引
入与不断深化，这一工作贯穿于乡镇 ( 社队 )
企业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从最早的活力四射

到后期乏善可陈再到被人为放弃，其间经历无

不对应企业集体所有形式的价值变化，既显现

了制度改革在最初的魄力与效果，也同时反映

了这一制度改革本身的历史局限。
“责任制”“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与当时国
企改革意见中的 “放权让利”主张相呼应，即
意欲改变前期权力过度集中现象，允许具体企

业在国家相对统一的计划指导下拥有更多经营

管理自主权，调动中央部门、地方政府、企业
及具体劳动者各方的生产积极性。需要指出的
是，本文对于社队企业 “责任制” “承包责任
制”的讨论，着力点在于就两者进行制度比较
分析。爬梳地方档案文书，我们便可发现，自
1978 年至 1983 年间，地方管理干部在谈论社队
企业改革问题时，更多使用 “责任制”概念，
在此之后相应表述才有变化，整体代之以 “承
包责任制”。对于这样的叙述变化，现有研究多
不作细究，简单认为后者只是对于前者的制度

延续与完善。然而，在笔者看来，“责任制”与
“承包责任制”既有联系，也有差别。就慈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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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慈溪县社队企业管理局: 《情况汇总》 (1979 年 2 月
22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63 － 004 － 002。
慈溪县社队企业管理局: 《1976 年工作总结》 (1977
年 3 月 28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63 － 001 －
001。
慈溪县手工业管理局: 《关于社队工业若干政策问题
的请示报告》 (1975 年 11 月 12 日)、《关于加强领
导积极办好社队企业的意见》 (1976 年 5 月 13 日)，
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63 － 001 － 003、063 － 001 －
001。
梁如林 (时任慈溪县社队企业管理局副局长): 《第
三次社队企业工作会议报告》 (1978 年 1 月 18 日)，
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63 － 001 － 003。
《宁波地区手工业、公社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情况
的传达报告》 (1978 年 3 月 4 日)，慈溪市档案馆
藏，档案号 063 － 003 － 002。



社队企业制度改革的现实表现而言，正是其中

的不同点微妙地影响了相应制度在后期的发展

可能，这恰恰也是影响地方集体所有制企业兴

衰的重要原因。
1978 年下半年，慈溪县地方管理干部原本
相对偏 “左”的观念与管理手段发生明显变化，
不再像年前一般坚持以阶级斗争方式整顿社队

企业，而是代之强调毛泽东在早期提出的 “管
理也是社教”理念，有意识地将运动主题从
“斗争”转向 “管理”。1979 年，国务院 《关于
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 (试行草案)》
及中共中央 《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
议》先后下发，社队企业发展得到进一步肯定。
慈溪县地方干部纷纷表示: “1979 年对于社队
企业发展是个大好年份，必须抓住机会，强化

管理。”①

就管理制度的改革，地方干部非常自然地

想到了 “责任制”形式，这既是受当时农村农
业管理形式调整的启发，也是社队企业长期以

来一直有意尝试的组织形式。在可查见的地方
档案中，东方红公社是当地最早正式谈及管理

问题并提出 “责任制”理念的公社组织。1978
年 11 月，东方红公社党委在提交上级部门的报
告中详细分析社队企业管理问题，提出试行

“责任制”方案意见，希望以此扭转前期极左管
理方式的偏差②。此后，其他公社及企业还就相
应问题提出 “生产岗位责任制”、 “五定一奖”
( 定人员、定数量、定质量、定工时、定消耗，
超产得奖)、 “定额管理”、 “定额奖励”等办
法。至 1979 年末，慈溪县共有 829 家社队企业
( 占当时企业总数的 78% ) 进行了责任制试点，
调整并初步实行了新的薪酬及奖励办法。③ 在全
年各试点企业经验汇总的基础上，县社队企业

管理局进一步细化责任制内容，总体概括为四

个方面，即 “生产岗位责任制” “劳动定额管
理制” “产品质量检验责任制”及 “企业物资
管理责任制”④。毫无疑问，相比原有社队统筹
管理形式，责任制模式优化了具体企业的权责

关系，极大地激发了相应企业发展经济的积极

性。数据显示，1979 年，即当地推行责任制的
第一年，全县社队企业实现产值 1． 629 亿元，
年增长 9． 59% ; 到第二年，相应产值已达到

2． 37 亿元，年增长率高达 45． 49%⑤。立竿见影
的产值增长数据显现了责任制的管理效果，“从
‘管＇字上要产值、要利润”成为当时社队企业
管理局与大多数企业管理干部的共识⑥。1981
年，慈溪县实行责任制管理的社队企业数量进

一步增加，达到 1372 家，占当时社队企业总数
的 91． 5% ⑦。责任制改革整体提升社队企业发
展速度。
详细考察这一阶段与后续 “承包责任制”

改革的表现异同，我们可以发现，责任制改革

阶段的重点在于 “定”与 “奖”，即通过改革
实现企业生产的定额管理，并在此基础上予以

超额奖励，这与后期承包责任制的做法基本一

致。但是，责任制改革阶段实则没有涉及 “承
包”概念，其间虽有过 “大包干”提法，但这
更多表现为企业对于社队作出的产值承诺，是

表示两者权利义务关系的象征符号。⑧ 更准确地
说，在这一制度的推行阶段，县级管理部门、
社队或是社队企业实则都没有考虑企业实行责

任制后 “责任具体由谁承担”这一关键问题，
直接且又简单地认定企业原有经营者 ( 厂长)
即是责任主体。按这一政策设想，责任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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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陈文德 (时任慈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干部): 《供销
工作会议小结》(1979 年 10 月 14 日)，慈溪市档案
馆藏，档案号 063 － 004 － 002。
慈溪县东方红公社党委: 《积极整顿，发展社队企
业》(1978 年 11 月 24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
号 063 － 003 － 022。
慈溪县社队企业管理局: 《在县委党校召开的全县社
队企业经营管理工作会议记录》(1979 年 11 月 16 日
至 19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63 － 004 －
001。
慈溪县社队企业管理局: 《全县社队企业经营管理工
作会议纪要》 (1979 年 11 月 27 日)，慈溪市档案馆
藏，档案号 063 － 004 － 001。
慈溪县社队企业管理局: 《各种形式经济责任制简
介》(1981年)，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63 － 006 －
001。
慈溪县社队企业管理局: 《关于社队企业经营管理工
作经验交流会工作任务报告》 (1981 年 8 月 21 日)，
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63 － 006 － 001。
慈溪县社队企业管理局: 《全县社队企业经营管理经
验交流会议纪要》 (1981 年 9 月 5 日)，慈溪市档案
馆藏，档案号 063 － 006 － 001。
张中樑 (时任慈溪县经济发展委员会副主任): 《在
社队企业经营管理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 (1981 年 8
月)，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63 － 006 － 007。



无非是在企业原有人事关系、组织框架不变基
础上的管理机制调整，除通过超额奖励激励企

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外，并没有考虑更多，

自然也就没有人细想这一制度变革是否会对企

业集体所有形式产生影响。
然而，具体企业对于责任制的实践并不完

全遵循改革设想。政策落地后，有企业将完成
定额责任分散至每位职工，有企业以车间、班
组为单位分包定额，也有企业选择将相应定额

任务打包给二三人团队，由个别经济能人统筹，

甚至有企业直接将生产任务发包给外部人员，

以赚取差价; 规模较小的队办企业更是大多

选择 “一脚踢”包干形式，即发包单位只负责
收取企业包干基数利润，其他一概不管。① 因为
存在层层下包、转包或外包现象，具体企业
责任实际承担主体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超出原有

政策预想。相比改革前的统一管理模式，此时
责任主体人事、组织关系的不确定性模糊了
企业与社队之间的所属性质，部分 “一脚踢”
包干企业的基础利润收缴工作在当时便已出现

困难。
就这类现象，慈溪县政府在 1982 年 “整

顿”期间曾有所干预，认为相应做法存在 “瓜
分集体企业”嫌疑，需要予以逐一清算。但由
于前期 “纠 ‘左 ＇”政策的社会影响持续存在，
这次整顿虽然严厉 ( 关停了部分违规企业) ，但
并不激进，更多还是强调改善责任制实施办法，

以优化管理为手段提高企业经济效益。② 1983
年 1 月，慈溪县社队企业管理局集中学习中共
十二大文件及中共中央 《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
策的若干问题》，重点讨论中央关于实行 “经理
(厂长) 承包责任制”意见精神，并就该制度
的地区落实条件予以分析③。11 月，浙江省组
织全省社队企业管理局干部学习，传达中央领

导在全国社队企业整顿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

神。会议总结报告谈及各地群众前期就责任制
的意见反映，认为类似担心 “瓜分集体资产”
的顾虑实无必要，在肯定社队企业学习农业

“双包责任制”做法的同时，鼓励企业 “步子
再迈大一点”“顺应群众要求，允许予以企业承
包”。④ 至此，承包机制得到充分肯定，原有
“责任制”表述相应调整为 “承包责任制”。

客观分析，由 “责任制”向 “承包责任
制”的发展，政府的改革意图与行政管理逻辑
并未发生变化，都是为了打破 “大锅饭”格局，
增强当事人的责任意识，激发生产活力。在这
一点上，“承包”机制只是更加强化了责任主体
的责权意识。但是，两者之间的微妙差异在于，
承包责任制就先前多元责任主体的正式肯定，

使 “谁有承包资格”或 “最后将企业承包给
谁”都变成了有待正式讨论确定的问题。必须
承认，就形式而言，这一机制是改革过程中制

度进步的表现，当时众多诸如 “鼓励经济能人
参与承包” “打破厂长、经理承包垄断”的改
革意见，实则都是对于企业前期在私下进行分

包、转包及外包行为的政策鼓励，意在通过竞
争进一步激发企业承包者活力。但是，这一实
践导致的意外结果却令改革的主导者陷于尴尬，

即承包主体的多样性使得那些原本隐匿于责任

制面纱下相对含糊的国家、集体、个人利益腾
挪转移现象变得尤为扎眼，地方管理部门难以

再对此采取回避态度。在责任制阶段，由于企
业的所属关系在形式上仍表现为上下对应，企

业或企业经营者私下利润多留、多分的做法大
多都被默许，在诸如 “避免杀鸡取卵” “蓄水
养鱼”等政策意见的指引下，这类做法甚至还
得到了肯定。而承包责任制允许并鼓励了外部
人员的进入，原有的非正式利益关系自然也受

到影响。
1983 年年中，慈溪县召开全县社队企业工
作会议，在肯定承包责任制经济激励效用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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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慈溪县社队企业管理局各区及浒山镇工业办公室:

《负责人工作会议记录》(1982 年 8 月 29 日)、《总结
检查落实责任制情况会议记录》(1983 年 3 月 28 日)，
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63 － 007 － 003、063 － 008 －
001。
慈溪县社队企业管理局各区及浒山镇工业办公室:

《负责人工作会议记录》 (1982 年 11 月 26 日至 27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63 － 007 － 003。
粱如林: 《全县社队企业工作会议报告资料》 (1983
年 1 月 30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63 － 008 －
002。
王常枱 (时任农牧渔业部社队企业管理局局长):

《在全国社队企业整顿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报告》
(1983 年 11 月 12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63 － 007 － 037。



时，华克明 ( 时任慈溪县县委书记 ) 指出:
“有些企业干部和技术骨干，以承包为名，把集
体设备、业务、资金分散到 (个) 人，自己雇
用帮工，只向集体交少量积累，企业所得收入

大部分进了个人腰包。”讲话中，华克明直接将
问题归咎于承包主体的复杂性，并认为政府及

公社作为企业的发包方在当时已处于弱势地位，

指责承包者 “在确定承包基数和利润分成比例
时，不恰当地讨价还价，奖金要价越来越高，

达不到目的，就以怠工、中断业务等手段进行
要挟”。① 在政府及社队企业管理部门看来，企
业的有效收益被各类承包者占有，短期承包心

理更是导致其急于消费，只专注完成产值任务，

忽视企业整体效益，积累或投资少之又少②。纠
正承包责任制下的此类问题一度成为相应管理

部门的主要工作，不仅要求分析具体企业留存、
上缴比例，更是整体反思社队企业套用农业联

产承包责任制做法的合理性，认为这一形式并

不利于企业长期发展③。
此后，慈溪县社队企业管理局开始有意强

化对企业承包过程的行政监管，不仅在承包合

同签订时要求抬高承包基数，统一确定社队与

企业之间 3 ∶ 7 利润分成比例，更要求承包者对
产值、利润等指标予以同步承包，强调其对于
企业长期发展的管理职责④。从时间跨度上看，
类似对于承包责任制制度完善的努力几乎贯穿

整个 80 年代，直至乡镇企业转制终结。1984 年
年中，浙江省提出 “一包三改”改革方案，要
求企业在实行承包责任制的同时改干部任命制

为选聘制、改固定工制为合同工制、改固定工
资制为浮动工资制⑤。是年下半年，宁波市委、
市政府组织有关部门重点学习江苏省无锡县乡

镇企业承包责任制经验，在 “一包三改”方案
基础上提出 “一包五改”意见 ( 增加 “改变封
闭经营，实现向外横向联营”，“改变原有单一
银行资金获取渠道，实现多种渠道筹集社会闲
散资金”) ，成为全省各地进一步完善乡镇企业
承包责任制工作的中心任务⑥。除了执行上级政
策要求外，在慈溪县当地，由于县内大部分企

业的首轮承包合同将于 1987 年到期，谢建邦
( 时任慈溪县县长) 在 1985 年 6 月的乡镇企业
工作会上就第二轮承包合同的签订工作予以行

政动员，不仅要求核清承包企业的实际资产，

提高新合同的承包基数，而且将产值、税收、
产品质量、物耗能耗、销售率等多项指标一并
纳入考核体系，对承包者进行百分制考评⑦。
种种管理办法都是为了改善承包责任制的

实践效果，尽可能制止承包者个人或团队对于

企业利润的多留、多分，但从后期执行效果来
看，这类监管政策实则很难落实，相反却因为

承包压力过大导致少有人再愿意主动承担承包

职责，经济能人大量外流，企业的内部管理与

外部营销都因此受到影响。数据显示，1985
年，慈溪地区乡镇企业产值的年增幅度仅为

2． 96% (同期家庭工业、联户经济增长 64． 33% )，
1986 年 1 月至 4 月，乡镇企业产值、利润、利润
率及上缴税金四项指标数值全面下滑，产值增长

率下降至 1． 92%，利润总额同比减少 22． 67% ;
到年底，利润总额仅有 4376 万元，同比下降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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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华克明: 《在全县社队企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83年 6月 29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63 －
008 －003。
张友为 (时任慈溪县社队企业管理局干部): 《在慈
溪县社队企业工作会议上的县社队企业管理局工作

报告》(1983 年 6 月 28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
号 063 － 008 － 003。
慈溪县社队企业管理局各区及浒山镇工业办公室:

《工业工作负责人会议记录》(1983 年 11 月 7 日至 9
日)，县社队企业管理局: 《社队企业供销工作会议
报告资料》 (1983 年 9 月)，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
号 063 － 008 － 001、063 － 008 － 002。
慈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 《落实有关公司承包责任制
会议记录》 (1983 年 3 月 17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063 － 008 － 001。
沈祥家 (时任慈溪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坚持改革、
继续放权松绑，为完成超额完成全年生产计划而奋

斗》 (1984 年 8 月 22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
号 063 － 009 － 003。
宁波市乡镇企业管理局承包经营责任制调查组: 《关
于全市乡镇企业三年来推进承包经营责任制情况的

调查报告》 (1987 年 11 月 15 日)，慈溪市档案馆
藏，档案号 063 － 012 － 050。
谢建邦: 《在研究、部署进一步完善乡镇企业“一
包五改”，落实 1986 年工作任务全县乡镇企业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 (1985 年 10 月 20 日)，《慈溪县乡
镇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百分考核办法》 (1986 年 12
月 16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63 － 010 －
052、063 － 011 － 077。



度增至 27% ①。

三、外部因素的影响:基于非公有制
经济竞争关系及“联营”形式的讨论

上述关于承包责任制的讨论主要基于企业

内部，而乡镇企业发展出现问题，同样受到外

部因素影响。关于这一点，最直接的反映便是
同时期以家庭工业、联户企业为代表的个体民
营经济的兴起，同行业之间的竞争的确是导致

前者逐步式微的现实原因。在慈溪，两者此消
彼长的发展态势也尤为明显，产值、利润等各
方面都有反映。学界的 “竞争论”观点，即认
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导致同地区、同行业
集体经济式微并最终被迫接受转制，具有一定

解释效力。
然而，当我们遵循 “竞争论”的解释路径，

进一步深究地区乡镇企业后期转制表现，便会

产生疑问: 如果双方是完全的竞争关系，在胜

负明了的情况下，发展壮大后的个体民营企业

为何选择接手那些已处于弱势的乡镇集体企业?

“带红帽”的需要只是这一问题的政治原因解
释，就经济角度分析，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发生

于 1985 年至 1986 年间的 “联营”形式改革。
正是通过联营，当地以家庭工业、联户企业为
主的非公有制经济正式进入乡 ( 镇) 、村办集体
企业内部，“集体所有”与 “非集体所有”企
业表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联合发展态势，
这是后期转制企业得以迅速倒手的历史缘由。
笔者之所以在这一关于 “外部因素”的讨论
部分分析联营形式问题，原因在于这一形式的

选择本身并非出于当事人意愿，而是在外部

要素变化下的被动行为。这些变化表现为当时
产品市场需求、生产原料价格及电力能源供应
等，但最关键的还是银行可提供贷款数量的变

化。就这点而言，地方社会乡镇企业在此时所
面临的发展问题恰恰是国家整体改革困境的

缩影。
比较而言，进入 80 年代，1984 年是慈溪县

乡 ( 镇) 、村办工业企业发展最为快速的一年。
当年，该类企业超额 (122． 39% ) 完成年度产
值计划，实现产值 6． 8 亿元，实现所得税单项
收入 1975 万元，比年初计划多收 345 万元，超

收幅度列各项财政收入增长幅度之最②。如此优
异成绩的获得大大激励了慈溪县委、县政府快
速发展乡镇企业的信心，为超额完成 1983 年 10
月宁波市政府在乡镇企业改革经验交流会上提

出的 “1986 年相较 1980 年工农业产值翻番”
目标，慈溪县委、县政府在 1985 年年初确定年
度工农业产值增长目标，其中要求乡镇工业

( 包括家庭工业) 实现年度产值 8 亿元至 8． 8 亿
元。采信档案表述，当时确定这一产值目标并
非盲目冒进，具体数字是县委、县政府领导在
纵向、横向比较慈溪县与国家整体及周边如鄞
县、余姚等地乡镇企业发展情况之后的决定。③

1985 年第一季度，当地乡镇企业持续发力，单
季度实现产值 20090 万元，同比增长 93． 42%。
全县八个区，其中浒山、长河、龙山、安东四
区相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其余各区也有 60%
至 80%的增长。④ 单就数据而言，当地乡镇企
业在此时的发展势头的确令人期待。
然而，查阅 1984 年年度总结报告，我们发

现此时慈溪县乡镇企业已经呈现 “五多”特点，
即 “千万产值乡镇与百万产值企业增多” “新
办企业增多” “新生产项目和生产产品增多”
“新生产设备增多”“乡镇企业从业人员收入增
多”。这些在当时县委、县政府领导看来是地区
发展的优势表现，实则都是企业盲目扩张的证

明。最关键的是，这些扩张性投资绝大部分来
自银行贷款。数据显示，1983 年慈溪县共发放
乡镇企业贷款 9966 万元，这已是当地 197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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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潘尧云 (时任慈溪县副县长): 《在全县乡镇企业先
进供销员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1986 年 9 月 6 日)，
徐杏先 (时任慈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局长): 《关于
我县乡镇企业工作情况的汇报暨在县第九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1986 年 5 月 16 日)，
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63 － 011 － 003、063 － 011 －
015。
慈溪县人民政府: 《锐意改革、增强后劲，为夺取我
县乡镇企业高速发展而奋斗》 (1985 年 1 月 20 日)，
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10 － 036 － 001。
慈溪县人民政府: 《政府工作报告及全县财政收支讨
论稿》 (1985 年 1 月)，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10 － 037 － 001。
裘启慧 (时任慈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副局长): 《在
全县乡镇企业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1985 年 4 月 10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63 － 010 － 003。



贷款总额的 10 倍; 1984 年全年发放贷款额激增
至 17790 万元，同比增长 78． 5% ①。这一数值
虽然因为与后期银行改革有关难免存在水分，

但乡镇企业生产经营过分依赖银行贷款的事实

毋庸置疑。在当时鼓励 “信贷杠杆”政策的影
响下，地方管理干部不仅未对这一现象产生警

惕，相反却是大力支持②。如此一来，具体企业
显然不会对自身造血能力予以重视。比较相应
指标，在 1984 年，慈溪县乡 ( 镇) 、村办工业
企业的销售率已有下滑，生产毛利润较 1983 年
减少了近 200 万元，又因上缴税金及工资支出

比例设定失当，当年企业净利润同比减少

50． 67%，仅有 2633 万元，其中还需要完成乡
( 镇) 、村各类上缴 1132 万元，企业实际持有可
流动资金非常有限 ( 见表 1 ) 。也正是在这一时
期，国家宏观层面开始收紧银根，企业可获得

银行贷款资金锐减，并被要求偿还前期贷款;

不仅如此，市场环境中各类流动资金周转速度

明显放慢，企业应收款难以及时回收。③ 由于这
一系列原因，1985 年年初慈溪地区乡镇企业流
动资金严重不足，各项需要现金支出的生产经

营活动显得极为被动。

表 1 1983 年、1984 年慈溪县乡镇企业主要经济数据比较④

销售率
生产毛利润

(万元)

上交税金

(占毛利润总数比)

工资支出

(占毛利润总数比)

生产净利润

(占毛利润总数比)

资金周转

周期

1983 81% 14730 3636(24． 68% ) 5757(39． 08% ) 5337(36． 23% ) 3． 8 次 /年

1984 71% 14562 4678(32． 12% ) 7251(49． 8% ) 2633(18． 08% ) 3． 4 次 /年

国家整体收紧银根，既是为了肃清市场环

境中的诸多不当行为，更是为了纠正前期经济

发展 “过速”现象，主要针对的便是农村乡镇
企业。然而，就该调控意向，国家与地方存在认
识差异。浙江省政府、宁波市委干部在多个场合
谈及发展速度问题时，都强调国家宏观 “控速”
要求主要针对其他省市，而浙江地区仍应保持速

度。与之对应，慈溪县政府同样认为地区乡镇
企业发展需要速度支撑，但凡提出 “减速”建
议者，都被批评是 “患上了 ‘恐速病症＇”。⑤

为保持计划发展速度，慈溪县委、县政府
会同县乡镇企业管理局进行专门讨论，根据前

期既定产值目标及 1984 年资金投入与产值比
(100 ∶ 438) 进行反向推算，在刨去上一年年末
仍占用银行贷款 ( 5000 万元) 、企业自有流动

资金 ( 6500 万元) 以及在 1985 年 1 月至 3 月
筹得社会资金 ( 2700 万元) 后，作出决定，要
求全县乡镇企业通过各种办法筹集 1 亿元生产
资金，以达成年初设定的产值增长目标 ( 此份
材料以 “10 亿”目标值计算———笔者注 ) 。当
然，除了政府行政命令外，不少乡镇企业自身

也因前期启动项目处于骑虎难下状态而急需向

外筹集资金。⑥

很遗憾，在笔者可查见的原始资料中，并

没有材料就这 1 亿元资金筹集工作的后续进展
作确切说明，具体途径或完成与否都不得而知。
但梳理上述在 1 月至 3 月所完成的 2700 万元资
金募集渠道，我们便可发现 “内外集资”
(1000 万元) 与 “联营引资” (1020 万元) 是
企业筹集外部资金的主要方式，分别占到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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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慈溪县人民政府: 《锐意改革、增强后劲，为夺取我县乡镇企业高速发展而奋斗》(1985 年 1 月 20 日)，慈溪市档案馆
藏，档案号 010 － 036 － 001。
中国农业银行慈溪县支行: 《发挥信贷杠杆作用，促进乡镇企业发展》(1984 年 4 月)，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10 －
036 － 079。
慈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 《乡镇企业简报》第 5 期 (1985 年 3 月 7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63 － 010 － 048．
慈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 《乡镇企业简报》第 8 期 (1985 年 4 月 12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63 － 010 － 048。
慈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 《1985 年工作总结和 1986 年工作意见》(1986 年 1 月 16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63 －
010 － 012。
具体企业案例可参见慈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 《各公司、区、乡 (镇) 工业办公室 1985 年度工作总结报告》 (1985 年
1 月至 12 月)，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63 － 010 － 049。



的 37%与 38%，而通过 “预收货款” (211 万
元)、“催讨应收款” (236 万元) 及 “职工储
蓄”(223 万元) 渠道获得的资金数量有限 ( 另
有 10 万元标为 “其他”) ①。具体分析，所谓
“内外集资”，即对内鼓励职工带资入股，对外
发放社会性集资债券、股票，该办法主要针对
新办企业，募集对象多为个人; 所谓 “联营引
资”，对象则是生产经营组织，即联合对方单位
以组织形式注资乡镇企业，实现联营发展。进
行前后时段比较，在资金问题爆发前，地方政

府也鼓励乡镇企业向外寻找联营单位，但目的

在于寻求技术或生产设备联合，对象多为高校、
科研机构或拥有更高生产能力的城市工业企业，

而此时再谈联营，目的就是为了引资。
在当时整体资金供应紧张的情况下，除少

数原本已有合作意向的外部企业 ( 多为上海配
套生产单位 ) 外，能为这类乡 ( 镇 ) 、村办企
业提供现金支持的恰恰是当地家庭工业、联户
企业主。由于后期历经合并、转让或其他形式
改革，企业档案大多已流失，很难再对具体联

营过程作细察。但据原地方管理干部回忆，当
时各厂主要通过摊派形式筹集资金，与其业务

联系越多的配套加工厂，越会被要求 “入股”，
而那些原本便是从集体企业出走开厂的经济能

人，但凡经营状况尚可，都会被要求 “入大
股”。一些乡 ( 镇) 办企业与入股者确定了分
红比例，而村办企业，大多由于自身规模有限，

也很难确切区分谁为主、谁为客。②

相互混合且又模糊的联营形式弱化了原本

集体所有企业与家庭作坊、工场的组织区隔。
有意思的是，相比其他时期，在推行联营形式

阶段，当地很少有人细究这一形式对于集体所

有制、集体资产可能产生的影响，管理干部更
是认为这一形式整合了地区内个体经营者资产，

使集体所有的资产构成多元化。对于那些入股
的个体经营者而言，虽然大多并不看好这一发

展模式，但也少有人顾及联营后个人资产或入

股资本的归属问题，毕竟集体所有的 “红帽”
对他们意味着更为安全的政治身份。这是发生
于 1985 年至 1986 年间的社会事实，此时地区
内已有部分乡 ( 镇 ) 、村办集体企业接受了租
赁、转让，但真正意义上的全面转制还未到来。

四、乡财政的建立与乡( 镇) 、
村办企业的整体管理弱化

如上文所述，至 80 年代中期，慈溪县乡
( 镇) 、村办企业的经济发展已陷入困境，对于
承包责任制的不断整改以及自 1985 年起鼓励企
业与家庭工业等非公有制经济进行联营，都可

被视为管理部门对于这类企业的坚持，即无论

现实发展有多大困难都要尽可能保留这类集体

所有乡镇企业，保证其在 “四轮经济”中的主
导位置。然而，这一管理态度在 1987 年发生了
明显变化，曾被上级部门严令禁止的 “一脚踢”
承包形式在基层重新盛行。作为具体企业的发
包管理方，乡 ( 镇) 、村以及该层级的部分事业
管理部门都有意无意地放任对于所负责发包企

业的管理职责，许多村办企业被一卖了之。企
业经济效益的持续下滑是影响管理部门态度转

变的重要原因，但这一转变之所以在 1987 年集
中发生，这与当地在 1986 年建立乡财政体系的
做法有直接联系。
作为地方 “四轮经济”中的一轮，乡镇企

业发展式微自然对地方财政产生压力，但这并

不意味着地方财政对此类财税的依赖有所降低。
1985 年，浙江省下达慈溪县财政收入要求
10200 万元，其中企业税、工商税分别为 1150
万元、8065 万元③。1986 年，国家整体税收任
务增加 60 亿元，其中工商税任务增加近 40 亿
元，浙江省、宁波市逐级分包税收增缴任务，
落到慈溪县，单就工商税需要增缴 250 万元，
全年共计需要完成税收 12600 万元。对此，县
内再作分项目核定，计划征收集体企业所得税

1494 万元，这一目标数值是 1985 年实际收入
( 807 万元) 的 1． 85 倍。④ 很显然，就当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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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慈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 《乡镇企业简报》第 8 期
(1985年 4月 12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63 －
010 －048。
笔者对原慈溪县二轻工业局局长的访谈记录，2012 年
2 月 4 日; 笔者对参加慈溪市经信局退休老干部联谊
座谈会老干部的集体访谈记录，2012 年 2 月 6 日。
中共慈溪县委: 《县委会议记录》 (1985 年 3 月 4 日)，
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10 － 037 － 001。
中共慈溪县委: 《1986 年 1—8 月 (税收) 计划完成
情况讨论会记录》 (1986 年 9 月)，慈溪市档案馆
藏，档案号 010 － 038 － 002。



发展状况，地方政府要完成这一税收要求，难

度极大。但在当时，浙江省财政厅曾向地方县
( 市) 透露过国家 1988 年财税体制改革意向，
明示相应改革可能以各地 1986 年财税 ( 地方包
干及 “三税”) 的实际完成数额为基数，核定
日后年度可用资金规模。受这一消息刺激，慈
溪县委、县政府确定以 “多收多支”作为 1986
年年度财税工作的核心原则，并就计划任务的

完成下达了死命令。①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慈溪县财税着手推

进地区乡财政体系建设，改变过去县乡财税统

收统支做法，确定新的 “划分收支、核定基数、
收支挂钩、一年一定”财税原则，以调动乡
( 镇) 一级干部对于本地区税收工作的积极性。
值得注意的是，慈溪县在 1984 年初便曾尝试过
乡财政试点，但因各乡干部积极性不高不了了

之。此时全县再推乡财政体系建设，县委、县
政府态度坚决，对于基层干部的消极态度未作

任何让步。
若仅考虑税源的划分，在确立独立一级财

税关系后，乡 ( 镇) 、村办企业的税费被划为乡
财政收入，乡 ( 镇) 理应更为关注对此类企业
的承包管理，严格要求企业承包者足额、及时
完成税收及管理费上缴②。但当我们了解了乡财
政建立后就地区内 “预算外” “自筹资金”管
理办法所作调整，便能理解为何乡 ( 镇) 、村及
具体企业发包管理单位会弱化对于所发包企业

的管理，甚至主动对其予以转让、拍卖处理。
在过去，就乡 ( 镇) “预算外” “自筹资

金”的管理一直是慈溪县县级财政部门的软肋，
管理实权有限。以当地横河区为例，该区在
1985 年获得县财政下拨预算资金共计 104 万
元，而 “预算外”“自筹资金”收入高达 133． 6
万元，占到总收入的 56． 2% ( 对应预算外支出
同样占总支出的 50． 5% ) ③。在县乡统收统支财
政模式下，县财政很难完全掌握下属各乡镇每

年 “预算外” “自筹资金”的实际规模与具体
用途，虽有意识地压缩下拨预算内资金额度，

但面对下级部门 “凡事伸手向上要财政补助”
的局面，县财政也难以完全拒绝，导致自身承

受较大压力。新的县乡财政关系确立后，县财
政局第一时间向各乡镇下派任务，要求其就具

体收入数额予以包干，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部署

便是对各乡镇“预算外”“自筹资金”予以整体
排摸。按照县财政局报告数据显示，1986 年总计
核实各乡镇 “预算外”“自筹资金”1162． 6 万
元，与当年预算内可用资金 1158． 4 万元基本相
当。对这部分资金，县财政并不作上缴要求，
而是要求各乡镇财政予以透明化管理，与预算

内资金统筹使用。④ 然而，即便如此，在乡镇干
部看来，“家底”实则已完全暴露，日后不仅没
有了向上申请财政补助的理由，乡镇内部也很

难再以此进行奖金发放、额外投资或转移支付，
乡级政府被迫承受上级财政压力。
面对这一变化，乡镇干部同样选择压力下

移，不仅要求乡工业管理办公室即刻确定区域

内各类企业的财税包干任务，更要求对本地区

各部门、事业单位 “预算外” “自筹资金”予
以逐一清理，就这部分资金实现乡财政整合。
以当地付海乡、石堰乡、天元镇、浒山镇为例，
在乡财政建立后，乡镇政府大多只允许地区多

种经营办公室保留信用社独立账户，诸如农科

站、水利办、土地管理办、社会救助办、卫生
院、汽车站、文化站、计生办等各类事业单位
原有信用社专项存款账户均被取消，账内资金

一律上缴乡财政，不允许再设 “小金库”。⑤ 问
题的关键在于，上述这类事业单位与所在地区

乡 ( 镇) 、村办企业实则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多数企业在创办初期便是相应单位的副业或三

产车间。在承包责任制管理模式下，这类事业
单位多作为乡镇集体的代表，负责具体企业的

发包管理工作，所谓 “小金库”即 “自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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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慈溪县人民政府: 《县长会议记录》(1986 年 7 月 14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10 － 038 － 002。
慈溪县人民政府: 《关于建立乡 (镇) 财政的暂行规
定》(1986 年 ［27］ 号文)，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
号 010 － 038 － 017。
慈溪县横河区人民政府: 《在乡财政会议上的发言》
(1987年 4月 26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10 －
039 －098。
慈溪县人民政府: 《关于 1987 年财政预算问题的讨
论会记录》 (1986 年 10 月)，慈溪市档案馆藏，档
案号 010 － 039 － 001。
《全县乡 (镇) 财政会议上与会代表发言》(1987 年
4 月 26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10 － 039 －
098。



金”，主要也来自于所负责发包管理企业税费的
部分截留。到如今，这些单位 ( 部门) 纷纷抱
怨 “挣钱难”“自己挣来的钱不能自己花”，对
于发包企业管理的积极性受挫。
就这一问题，乡 ( 镇 ) 、村办企业同时存

在，但其中尤以村办企业表现得最突出。在一
份关于 “一包五改”落实情况的调查报告中，
慈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干部明确指出 “村办企
业承包管理不力”，对当地长河镇、观城镇作了
重点批评，指出两地村办企业承包多是 “包盈
不包亏”“只奖不赔，奖易罚难”，或简单采用
“一脚踢”承包形式，对被承包企业的管理工作
完全放任自流，大量村办企业严重亏损①。在就
全市乡镇企业承包问题的讨论中，宁波市乡镇

企业管理局同样以慈溪县胜西乡作为反面例子，

指出当地集体企业承包存在大量短期行为，在

缺少有效管理特别是财务审计制度的情况下，

承包者多贪图眼前利益，为谋取额外奖金收益

弄虚作假、滥报虚利，而管理部门只关心所得
税征缴，完全不顾企业自身发展，“办厂却不养
厂”问题严重。在这样的运作机制下，大量村
办企业负债累累，亏损倒闭。② 汇总众多汇报性
质材料，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情况并非一乡

一镇之个例，整个宁波市乃至浙江省在当时都

受到类似问题困扰。
然而，恰恰也是在这一时期，国家开始整

体强调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改革理念，
针对国有企业提出的 “四制”改革意见 ( 经营
承包责任制、厂长任期目标制、股份制、租赁
制) 很大程度影响了地方干部对乡镇企业经营
管理的认识，认为国企改革已走在乡镇企业前

面，乡镇企业管理部门不能再墨守成规，必须

加快改革步伐，强调在完善承包责任制的同时，

应对微利、亏损企业采取租赁承包、合伙承包
或个人承包，对那些濒临倒闭企业，允许予以

转让或拍卖③。1987 年 6 月底，慈溪县就全县
2430 家乡镇企业完成 “一包五改”工作情况作
调查，发现其中仍坚持 “以厂长为主集体承包”
形式的企业 1340 家，承包给个人或由个人合伙
承包的企业 940 家，另有 110 家企业已被转让
或租赁④。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曾有中央文件专
门指示 “合伙或个人承包形式并不改变乡镇企

业集体所有性质，地方政府将其视为个体企业

并予以相应政策对待的做法是错误的”⑤，但事
实上这类现象在当时普遍存在，且很难依靠政

策规定予以行政化纠正。到了 1988 年，整个市
场环境再次发生重大变化，前期看似活跃的商

品市场实则是通胀压力下群众持币抢购的市场

乱象，产品价格涨落不定且滞销风险剧增，乡

镇企业面临继 1985 年银行贷款收紧后的第二次
整体性危机。在这一情形下，慈溪地方乡镇企
业管理部门已不再就集体所有形式予以更多坚

持，而是直接讨论产权转让问题，在已有个人

承包、合伙承包、转让及租赁形式的基础上进
一步开放口径，允许并鼓励对微利、亏损企业
进行拍卖，且明确表示相应拍卖 “既可以卖给
其他乡镇企业，也可以卖给个体户”，强调这种
出卖或转让并非 “败国家、集体家产，而是变
‘死钱＇为 ‘活钱＇”⑥。
基于后期各乡 ( 镇) 提交的分析报告，我

们可以发现，在 80 年代末，慈溪当地在名义上
仍被称为 “乡镇集体企业”的企业大致有三种
类型。第一种是实行传统厂长负责下集体承包
责任制企业，这类企业数量最少。第二种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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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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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慈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 《关于全县乡镇企业“一包
五改”开展情况的调查报告》 (1987 年 8 月 20 日)，
《1987 年工作总结和 1988 年工作意见》 (1988 年 1
月 26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63 － 012 －
023、063 － 013 － 002。
宁波市乡镇企业管理局承包经营责任制调查组: 《关
于全市乡镇企业三年来推进承包经营责任制情况的

调查报告》 (1987 年 11 月 15 日)，慈溪市档案馆
藏，档案号 063 － 012 － 050。
浙江省乡镇企业局: 《关于完善乡镇集体企业经营承
包责任制的几点意见》 (1986 年 11 月 10 日)，许行
贯 (时任浙江省副省长): 《在全省乡镇企业工业会
议上的讲话》 (1986 年 12 月 26 日)，慈溪县乡镇企
业管理局: 《1987 年任务和要求》 (1987 年 1 月)，
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63 － 011 － 096、063 － 012 －
050、063 －011 －002。
慈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 《关于全县乡镇企业“一包
五改”开展情况的调查报告》 (1987 年 8 月 20 日)，
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63 － 012 － 023。
农牧渔业部办公厅: 《关于完善乡村集体企业承包责
任制的意见》 (1987 年 7 月 15 日)，慈溪市档案馆
藏，档案号 063 － 012 － 050。
谢建邦: 《明确目标，落实措施，努力完成今年我县
各项工作任务》 (1988 年 1 月 14 日)，慈溪市档案
馆藏，档案号 001 － 038 － 019。



行厂长个人承包责任制企业，其中又分两种:

1987 年前建立的企业，一般都将企业动产拍卖
给个人，不动产予以集体承包; 而之后兴办的

企业，由于采用联营形式，创办之初大部分资

产投入即来自个人，因此承包基数较低，只按

销售额的 1%至 2%征缴费用，其他一律不管，
即通常讲的 “一脚踢”承包。第三种便是 “挂
牌”企业，大部分是集体企业倒闭后经转让、
拍卖给个人，但仍保留集体牌子，也有部分是

个人办企业挂集体牌子，两者都不承担集体企

业义务，只向所挂牌集体上交固定费用。① 虽然
各乡镇三种类型 “集体企业”的构成比例不尽
相同，但后两者合计比例一般都已占到所在地

区企业总数的 70%以上②。

五、股份制改革的目标设定与实际结果

在了解上述发展变化事实后，我们最后分

析开始于 80 年代中后期的 “股份制改革”对于
乡镇企业所有制的影响。学界曾有观点，认为
股份制改革是乡镇集体企业所有制变化的形式

路径，且强调地方经济精英 ( 企业经营者) 的
崛起左右了整个改革过程，理由在于很多接受

股改的企业在随后即出现股权集中现象，经营

者个人 ( 或合伙) 凭借资本优势将企业转手变
为个体民营企业③。不得不承认，就这一现象，
慈溪地区亦是如此。但是，结合历史环境作过
程性原因分析，我们便能发现上述解释过于简

化事实表现，在当时当地，股份制改革处于复

杂的社会环境之中，改革意图与改革结果并非

只是受到当事人经济意志与行为的影响，政治

环境的变化才是关键性因素。
早在 1985 年，慈溪地区便有关于进行股份

制改革意见的讨论，当时主要为了解决乡镇企

业资金不足问题，有意引导地区农民及企业职

工将消费资金转为生产资金。此后，股改意见
与个人承包、租赁、转让及拍卖意见一同出现，
都被视为对国家 “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改革
理念的实践。但是，与其他处理办法不同，股
改对象并非微利、亏损企业，而多是效益相对
突出者，由于此类企业接受改革的迫切性并不

显著，相应管理部门的工作推进也显得较为迟

缓。1987 年 5 月，浙江省乡镇企业管理局召开

全省股份制试点座谈会，形成 《关于乡 (镇)
村集体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的若干意见》，重点
论述改革意义及改革对于传统集体所有制形式

可能产生的影响，要求各县 ( 市) 政府将股份
制改革作为前期承包责任制的升级，实现企业

管理优化。④ 然而，从慈溪县地方材料看，这份
《意见》在当时并未受到重视，地方工作仍旧围
绕 “一包五改”展开，集中讨论如何制定、落
实地区企业第二轮承包方案，或是推进具体企

业的租赁、拍卖，其间虽然也有部分企业 ( 40
家) 试行了股份制改革，但这并非是地方政府
或乡镇企业管理部门的关注重点。比较前后时
段，在这一时期，当地政府多只鼓励新办企业

采取 “股份合作制”形式筹措创办企业资金，
但就已有乡 ( 镇) 、村办企业进行股改事宜，仍
持迟疑态度，未作政策强调。⑤

直到 1988 年 9 月，慈溪县召开全县深化企
业改革经验交流会，陈仲方 ( 时任慈溪县县委
书记) 与谢建邦 ( 时任慈溪县县委副书记、县
长) 分别在会上就前期乡镇企业改革作经验总
结，并指出股份制改革将是未来改革的必然趋

势⑥。10 月，徐杏先 ( 时任慈溪县乡镇企业管
理局局长) 在全县重点骨干企业工作会议上讲
话，分析当时国家宏观降速调控措施的影响，

明确表示必须着手对地区内骨干企业施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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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慈溪市委、慈溪市人民政府: 《关于加强对“挂
牌”集体企业和“一脚踢”承包企业引导管理的若
干意见》 (1991 年 12 月 30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001 － 041 － 189。
慈溪市周巷区、三管乡、逍林镇、雁门乡 (干部代
表): 《在全市进一步巩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动员会
上的发言》 (1991 年 12 月 3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001 － 041 － 173。
谭秋成: 《乡镇集体企业中经营者持大股: 特征及解
释》，《经济研究》1999 年第 4 期。
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浙江省乡镇企业管理局:
《关于乡 (镇) 村集体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的若干意
见》 (1987 年 5 月 15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
号 064 － 012 － 050。
慈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 《1987 年工作总结和 1988
年工作意见》 (1988 年 1 月 26 日)，慈溪市档案馆
藏，档案号 063 － 013 － 002。
陈仲方、谢建邦: 《在全县深化企业改革经验交流会
上的讲话》 (1988 年 9 月 2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001 － 038 － 085。



制试点①。1989 年 6 月，徐杏先 ( 时任慈溪市
副市长) 在全市乡镇企业工作会上作报告，指
出地区乡镇企业已再次陷入流动资金严重不足

的困境，企业发展尤为被动。就资金筹集办法，
管理干部不断强调 “眼睛向内、向外、向下”，
主张 “采取挖潜、入股、集资、拆借、引入等
多种办法筹集生产资金”。② 除要求企业 “练内
功” ( 增加自身积累) 外，管理干部确实把股
改视为解决问题的首要途径。遗憾的是，此时
的股改意向仍未得到落实。由于市场波动及政
治风波影响，国家整体经济在 1989 年年中出现
强烈震荡，慈溪市乡镇企业同样未能幸免，相

应产值自 5 月起连续 10 个月大幅度下跌，全县
企业月产值总额从原来的 2． 8 亿元快速下降至
1． 77 亿元，整体面临 “塌方式”危险，再无精
力顾及股改工作。③ 1990 年 3 月，地区经济企
稳回升，但由于受到意识形态考虑的影响，各

级政府就股改的目标设定发生微妙变化，不再

是为了帮助企业融资，而是强调通过改革整肃

前期地区企业所有制乱象，意图通过采取 “股
份合作制”形式整合、统一地区企业所有制形
式差异。不必讳言，出现这一转变的原因主要
在于政治风波的发生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在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警惕和平演变”
等政策的主导下，浙江省各级政府及县 ( 市 )
乡镇企业管理部门被要求必须对辖区内 “集体
企业受到冲击”现象给予高度重视，并予以彻
底纠正。④

客观分析，当时这类政策的目标指向并非

个体、民营经济，而是强调必须制止集体厂厂
长、供销员跳槽或是集体企业 “日公夜私”
“化公为私”等公私不分现象，批评地方政府长
期以来对此类现象报以无动于衷态度，认为这

是大量集体企业在当时几近瓦解的原因所在。
政策落实到地方，慈溪市政府的反应相对有所

迟缓，但仍旧在 1991 年 12 月颁布专项处理意
见，要求对地区内 “挂牌”及 “一脚踢”承包
企业进行资产所有权划分。对实际已经为经营
者个人占有部分，提出 “风险抵押” “赎买转
借”或 “股份转化”三种处理办法，清理个人
资产份额，重新确认、强化该类企业的集体所
有属性。⑤ 考虑到前两种办法属于资产买断形

式，经营者大多选择 “股份转化”，即将个人投
资与企业集体资产同时核算为股份，并在形式

上承诺集体股不低于企业注册资金的 50%，以
换取地方政府对本企业集体所有性质的认可。
与此同时，这类要求自然也连带涉及对个体、
民营经济管理的调整。浙江省层面在 1991 年 2
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加强对城乡个体工商户

与私营企业的行政管理，强调合法经营的重要

性⑥。遵照这一要求，慈溪市委、市政府对原有
“四轮齐驱”⑦ 政策提法作出修正，虽然在名义
上依旧允许并鼓励个体、私营企业的存在与发
展，但却开始强调划分主次，严格规定这类企

业不得与集体企业争利，并在行政上明确引导

个体、私营企业转为集体企业的要求⑧。为妥善
处理这一关系变化，地方政府有针对性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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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徐杏先: 《积极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促使乡镇企业健
康发展》 (1988 年 10 月 21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063 － 013 － 003。
徐杏先: 《认清形势振奋精神稳定发展乡镇企业》
(1989 年 6 月)，罗士荣 (时任慈溪市乡镇企业管理
局局长): 《全市乡镇骨干企业工作会议报告》 (1989
年 6月 13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63 － 014 －
003。
罗士荣 (时任慈溪市科委主任): 《在市级重点骨干
企业厂长会议上的讲话》 (1990 年 10 月 5 日)，慈
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63 － 015 － 004。
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许
行贯同志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90 年
10 月 13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01 － 040 －
180。
中共慈溪市委、慈溪市人民政府: 《关于加强对“挂
牌”集体企业和“一脚踢”承包企业引导管理的若
干意见》 (1991 年 12 月 30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001 － 041 － 189。
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 《关于加强城乡个
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管理的通知》 (1991 年 2 月 5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01 － 041 － 191。
“四轮齐驱”是浙江省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地区
经济所有制形式设定的政策提法。“四轮”指的是国
有、地方 (政府) 所有、乡 (镇) 村集体所有与个
人所有， “四轮齐驱”强调不同所有制经济共同
发展。参见慈溪县手工业管理局: 《慈溪县社队工业
情况汇报》 (1973 年 5 月 3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063 － 001 － 003。
中共慈溪市委、慈溪市人民政府: 《关于稳步发展乡
镇企业的若干问题的决定》 (1989 年 9 月 29 日)，
《关于加强个体、私营工业管理的通知》(1991 年 12
月 30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01 － 039 －
183、001 － 041 － 189。



“联合投资”意见，即向规模较大的个体、私营
企业提供资金、厂房或设备，而对较为分散的
家庭工业采取 “股份联营”，目的都是为了赋予
这类非公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企业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地

区改革并未就具体对象进行类型区分，而是统

称 “股份制”改革，并采取了形式相近的资产
核算、股份划定办法。回头来看，许多现实问
题在当时被简单化处理，实际所有制差异较大

的企业被行政化认定同一身份，并接受统一改

革管理，即以股权划定、股权集合的组织形式
实现集体与个人资产的组织联合，以 “股份合
作制”形式为各类实质上的个体、民营经济
“戴帽”，规避政策限制。
客观地讲，慈溪市政府在这一时期为此类

企业 “戴帽”，目的是为了保护而非占有个体、
私营企业资产。邓小平南方谈话后，非公有制
经济再次得到肯定，慈溪市政府对于由企业提

出的 “摘帽”要求予以积极回应，重新承认其
个体、私营身份。但也是在这一时期，国务院
批转下发国家体改委、国务院生产办 《股份制
企业试点办法》，意图力推基层企业股份制改
革①。考虑到国家政策的持续性以及整体改革对
于股份制形式的极力推崇，慈溪市委、市政府
会同市乡镇企业管理局就地区内规模较大 “戴
帽”企业给出另外处理意见，要求 “原来实行
合伙、合股或联营企业，已 ‘升格 ＇ ( 意指前期
‘戴帽＇———引者注) 为乡镇办集体企业的，现企
业有要求，可变为股份合作制企业”②。换言之，
地方政府希望这类企业能够实行真正意义上的

股改，加速企业现代化发展进程。
为鼓励这类企业接受股改意见，慈溪市政

府作出各种努力。陈冠群 ( 时任慈溪市副市长)
在改革会上多次表态，强调 “改革的目标方向
并非严格意义上股份有限公司或责任有限公司，

而是相对宽松的股份合作制形式”③。在一些企
业的股改促进会上，乡镇政府更是承诺不就企

业 “集体股”提分红要求，企业只需缴纳税费
即可，并主动表示愿意在合作期满后退出股份，

不强行要求续约④。种种承诺都是为了宽慰这类
企业经营者，扩大股改辐射面。相较于上述优
惠条件，慈溪市的政策倾斜更直接表现为对相

应股权设定的地方性调整。不同于浙江省作
“乡 ( 镇) 村公股” “企业集体股” “职工股”
设定⑤，慈溪市就 “职工股”再作类型拆分，
分设为 “职工劳动积累股”与 “个人股”，前
者针对职工群体，以职工劳动贡献大小核定个

人购买股份资格，而后者则无类似要求，虽然

名义上可供任何人购买，但实则却是专门为企

业经营者所设，并允许其将先前投入资本核为

股份，或另称之为 “法人股”⑥。毫无疑问，相
比浙江省层面的政策设定，慈溪地区股改政策

更利于个体经营者，对应于当地政府 “鼓励
‘戴帽＇企业继续推进股份制改革”的政策初衷。
也正是在这样的政策引导下，地区企业股

改多表现为经营者个人出资购股。以当地一个
塑料加工厂改革为例，该厂股改核定资产总额

152 万元，镇政府承诺出资 76 万元购买 “镇集
体股” ( 其中以厂房抵扣股金 33 万元) ，其余
76 万元原则上应包括 “企业职工集体股” “个
人股”及 “社会法人股”，但实则都由厂长一
人承担，且采取分期付款方式支付，股改文书

对外只是笼统告知: 由厂长个人负责统筹募集

股金。⑦ 事实上，在各家企业的股改案卷中，很
少见到职工集体或个人出资购买股份的记录，

相反却是多见职工接受一次性补偿清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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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浙江省人民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转发国家体改

委: 《关于印发 〈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的通知》
(1992年 5月 15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10 －
047 －239。
慈溪市乡镇企业管理局: 《关于 1992 年乡镇企业工
作总结及 1993 年乡镇企业工作思路》 (1993 年 1 月
13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63 － 018 － 002。
陈冠群: 《在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培训会议上的讲
话》(1993 年 7 月 6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63 － 028 － 003。
慈溪市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试点巡回指导组编: 《股
份合作制试点工作简报》第 2 期，慈溪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063 － 018 － 035。
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浙江省乡镇企业局: 《关于
乡 (镇) 村集体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的若干意见》
(1987年 5月 15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63 －
012 －050。
慈溪市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试点巡回指导组编: 《股
份合作制试点工作简报》第 1 期，慈溪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063 － 018 － 035。
《股份合作制试点工作简报》第 2 期，慈溪市档案馆
藏，档案号 063 － 018 － 035。



股改后仍旧留在企业者也多由 “固定用工制”
改为 “雇佣制”。在个别允许职工购股的企业
中，依然是领导购股占据绝对多数 ( 60% 至
70% ) ，其次是中层干部或骨干职工股 ( 15%至
20% ) ，普通职工群体购股比例一般不超过
10%。① 对于这类现象，地方改革巡视组不仅了
解且予以肯定，在报告中明确指出: “通过清退
补偿工作，既为企业重组甩掉包袱，也为转制

铺平道路。”② 在可查见的企业改革案例中，三
年股份合作期满后，那些名义上划为乡镇资本

的集体股权一般都以较低价格完成交割，其中

一些乡镇也会就企业股份合作期间享受的税费

优惠提出折现要求，要求企业予以现金偿还③。
考虑到前期投资大多属于 “戴帽”性质行为，
乡镇在折现过程中的损失实则较为有限，反而

借助这一方式盘活了地区内原有固定资产，增

加了现金收入; 而企业经营者更是乐于接受现

金折抵，从而将企业完全纳入个人名下，不再

受前期所谓集体所有名义的困扰。
必须承认，由于 “戴帽”行为的隐秘性，

笔者并不能依据档案文本记录区分具体企业的

真实性质，也很难准确判断 “戴帽”企业与真
正意义上的乡 ( 镇) 、村办集体企业在股改企业
总数中的各自占比。但是，毫无疑问，就两者
之间的相互影响，前者对于后者产生了明显示

范效应，个人占多数股、个人控股很快成为地
区股改的主导趋势。数据显示，在慈溪市接受
股改企业的总体中，1993 年 “个人股权”仅占
总股本的 38． 2%，一年后便升至 72． 8% ; 1994
年共有 214 家企业完成股改，其中 “集体股权”
占比超过 “个人股权”的企业数量快速减少，
个人不仅控股，而且占据绝对多数股④。“直接
转私”现象在当时大量存在，地方管理部门虽
强调予以监管、纠正，但实际未能落实⑤。加之
地方政府在此期间进一步加大租赁、兼并及拍
卖工作力度，接受此类转制形式的企业数量不

断增加。到 1994 年年末，被租赁、拍卖及转让
企业分别有 820 家、286 家、22 家，虽然仍有
720 家企业沿用传统承包责任制形式，但由于
经济能人大多已出走而发展艰难; 1995 年上半
年，仅仅通过拍卖形式转为个体、私营企业的
便有 78 家，集体所有企业数量快速减少，仅存

企业的规模也在不断缩小⑥。到了这一阶段，慈
溪市政府虽然在政策宣传层面仍然强调 “公有
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地方经济
发展政策，但此时所谓 “公有制经济”更多指
向地方国营企业或大集体二轻企业，对于原有

乡 ( 镇) 、村办企业的集体所有性质实则已不作
强调，而是将其视为地方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构

成主体。
毫无疑问，在宏观的改革制度设计层面，

股份制形式曾被寄予厚望。一方面，这一制度
的资本集合及权利分配形式对应于市场化发展

要求，体现了改革意志; 另一方面，集合形式

本身又带有集体所有色彩，符合社会主义社会

性质要求，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社会主义

社会 “集体所有制”对于市场环境所作的现代
化适应与发展。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地方乡
镇企业在这一时段实现股份制改革缺少相对稳

定的外部环境，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具体矛

盾并未得到完全消化，股份制的制度意义被忽

视，而形式化改革的结果只是肯定了资本的价

值，既承认了早期 “一脚踢”承包或 “挂牌”
企业的个人私有性质，同时也将当时仅存的部

分乡镇集体企业转为了个体 ( 或合伙) 资本所
有，地区经济发展整体步入民营主导格局。

六、余 论

本文写作的价值立场，即通篇论述并不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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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慈溪市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试点巡回指导组编: 《股
份合作制试点工作简报》第 3 期，慈溪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063 － 018 － 035。
《股份合作制试点工作简报》第 2 期，慈溪市档案馆
藏，档案号 063 － 018 － 035。
边福春 (时任慈溪市周巷镇副镇长): 《在市乡镇企
业股份合作制培训班上的发言稿整理》 (1993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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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档案号 063 － 010 － 048。
慈溪市乡镇企业管理局: 《一九九四年乡镇企业管理
工作总结与下一年乡镇企业工作思路》 (1995 年 1
月)，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63 － 020 － 002。
《九五年慈溪乡镇企业工作目标和大体思路》，《慈溪
乡镇企业报》1995 年 1 月 10 日。
建国: 《九四年转制回眸》， 《慈溪乡镇企业报》
1995 年 3 月 10 日; 《上半年乡镇企业转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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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于集体所有制或是对转制现象持有类似 “挖
社会主义墙角”的批评意见，对于慈溪地区家
庭工业、联户经营企业主，笔者报以由衷敬意，
正是后者的努力为当地经济的持续发展作出了

卓越贡献，使得慈溪市能够多年在全国百强县

( 市) 排名中位于前列。摆脱好恶判断的影响，
理性分析这一过程变化，讨论乡镇集体企业管

理制度改革与所有制转制，意义在于回应中国

社会如何在转型过程中处理坚持乡镇企业的集

体所有制性质与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现代化发展

之间的关系，分析两者在制度设计层面与具体

实践层面的异同性。
毫无疑问，坚持乡镇企业的集体所有制性

质与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两者辩

证统一，相互整合。邓小平在 80 年代末对于社
会现实问题的多次讲话，都有强调这一点，明

确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便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

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诚然，之所以需要反复强
调，恰恰也从侧面反映了社会各主体对于这一

问题的认识并不完全统一，即使是政府行政管

理干部在很多现实问题的处理过程中也难以做

到知行合一。本文就农村地区乡镇企业管理制
度改革与所有制转制过程的讨论，便是对这一

问题的微观实证。
举例来看，在前文中关于 “承包责任制”

制度的讨论部分，笔者详细论述了该制度设计

与管理效果相悖的社会现象。除了外部因素的
影响，这一现象实则反映了乡镇企业经营自主

性提升后的必然矛盾。回到档案文书的记录话
语，在前期诸多关于推进社队企业 “责任制”
改革的工作会上，基层各级干部习惯于强调

“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利益关系”，
认为随着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三者之间能够

实现 “国家多收、集体多留、职工多得”的发
展愿景; 而到了 “承包责任制”阶段，相应表
述整体变为 “处理国家、集体、企业、个人四
者之间关系”， “集体”概念不再涵盖社队企
业，换言之，所谓 “集体多留”到底留给谁成
了问题。如果单纯从经济管理的角度分析，将
企业从 “集体”中剥离，确立其独立的组织身
份，这是相应管理制度进步的表现; 但是，从

经济与政治相互影响的角度来看，这一关系变

化使得地方管理部门处于尴尬境地。一方面，
必须贯彻改革意志，对于企业经营予以放权处

理，但在另一方面，又要时刻提防这类企业背

离社会主义性质 ( 或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
向) ，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已经部分摆脱了过去斗
争思维的限制，但是县管理部门或社队干部在

当时仍旧难以完全接受企业或企业承包者个人

( 团队 ) 多分、多占企业利润的行为。既要
“放权”但又要避免 “失权”，这便使得地方管
理部门及社队更倾向于对企业利润采取 “多收
多支”办法，既向企业自下而上地收缴更多利
润、税收，同时又通过政策资源返利形式 ( 如
税费减免、银行低息贷款、财政补贴等 ) 自上
而下地回馈乡镇企业，让这类集体所有企业相

比非公有制经济拥有更多行政资源支持优势。
这一管理模式在原有的计划体系下，或许

可行，但在市场环境中却难以发挥效用。市场
及其他外部要素不断变化，作为管理部门，各

级地方政府事实上已经很难完全根据上级或自

身意志行动; 但在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及管理

部门却又仍旧无法摆脱诸如财政税收、地方工
业产值等硬性指标的数字化管理要求，加之转

型过程中最终指向的不确定性，对于一些直接

面对的关键性问题，地方干部尤其是开展具体

工作的办事人员实则很难作出决断，要么对政

策执行予以敷衍，要么便是一味加码以确保自

身的政治安全，基层改革往往因此陷于被动。
当然，慈溪地区乡 ( 镇) 、村办集体工业的

消解以及同时期以家庭工业、联户企业为代表
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兴起，从最后的结果来看是

成功的。这与国家整体明确社会主义社会 “以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
基本经济制度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是受益于

改革过程中相对公平的机会获得环境。笔者自
2009 年至 2013 年多次赴慈溪调研，除了在前期
集中查阅相应档案及地区文史资料，还有意识

地走访了当地大部分乡 ( 镇) 、村，通过各种渠
道先后接触、访谈了 50 余名当地居民，其中既
包括较大规模民营企业的创业者、县 ( 市) 级
与乡镇级干部，也有开办家庭作坊、工场的个
体户，还有普通务工村民。在这些访谈对象的
记忆中，他们的确认为乡 ( 镇) 、村办集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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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制存在 “集体资产流失”问题，利益受损的
最大主体即是普通职工，不仅失去了原有 “固
定用工制”的稳定性优势，更因为基本未能获
得企业股份丧失了就企业所有资产、年度收益
主张分红的权利。但是，在这些受访者看来，
集体厂倒闭、转厂与家庭企业的兴起是改革作
用下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然，在允许个人办厂的

大环境下，乡 ( 镇) 、村民实则都有共识，即认
为 “最有能力者吃肉，次之喝汤，再不济者啃
骨头，没饭吃者最无能”。因此，慈溪地区在乡
镇集体企业转制过程中并未见较大规模的群体

性事件，在各个家庭工业、联户企业得以兴起
的情况下，因集体企业关停而被影响的职工工

资及用工问题基本上都得到了稳妥处理①。毫无
疑问，这是改革为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的活力，亦

是改革在基层社会得以普遍推进的群众基础。

(本文作者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教授 上海 200042)

( 责任编辑 朱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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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慈溪市人民政府: 《第二十五次常务会议记录》
(1992 年 1 月 30 日至 2 月 1 日)，慈溪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010 － 047 － 001。


